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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重要支撑。以2013-2022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基础研究的同群效应的存在性、模仿路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企业基础研究决策受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影响，即存在行业同群效应，其模仿路径呈现出一定的先内后外律。企业所处的竞争地位越高，既往基础研究经历越丰富，其基础研究决策越容易受到行业同群的影响。本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企业基础研究的外在驱动力，并为鼓励企业开展基础研究与完善中国基础研究政策体系提供有益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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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c research is the sour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strengthen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enterprise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existence, imitation path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hort effect of basic research by taking the Shanghai-Shenzhen A-share manufactu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sted enterprises from 2013 to 2022 as samples. It is found that the basic research decision of enterprises is affected by other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y, and its imitation path shows a certain law of first inside and then outside. The higher the competitive position of the enterprise and the richer the previous basic research experience, the more easily its basic research decisions are influenced by the industry peers. This study will help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xternal driving force of enterprise basic research and provide useful ideas for encouraging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basic research and improving China's basic research polic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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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开关，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并呈现出向基础研究前移的态势[1]，基础研究成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重要支撑[2]。近年来，国家制定出台《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等系列文件，对支持企业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明确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亦是将激励企业加强基础研究作为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基础研究主要依赖政府、高校与研究机构，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见图1），企业基础研究投入远低于发达国家，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面向“十四五”，重新审视并准确识别企业基础研究的驱动力，更有针对性地激励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既是提升我国企业原始创新能力的当务之急，也是我国面向长远发展构建先发优势，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环节[3]。

图1 各国研发活动类型分布[footnoteRef:2] [2:  根据OECD数据库计算绘制。]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国家政策支持[4]、宏观经济环境[5]、市场竞争环境[6]以及企业文化[7]、研发人员[8]、企业资金[9]、企业规模[10]、研发能力[11]等不同角度探究了影响企业基础研究行为的内外部因素，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基于社会互动理论，某一企业的行为除受自身因素影响外，也容易受到与其特征相近或利益相关联企业活动的影响，最终会产生一种具有互动性特征的同群效应[12]。而既有研究多基于企业进行独立决策的隐含假设，忽视了企业所处群体内其他企业的行为也可能对本企业的系列决策产生影响这一事实。
同群效应是指因存在社会联系与互动，某一个体做决策时会参考其所在群体内同伴的决策行为[13]，趋向于与其行为保持一致。同群效应的产生源于管理者的有限理性和决策结果的不确定性[14],多认为处于同一群体中的企业面临着相似的生存环境，它们享受的政策福利，面临的政策制约，以及可获取的资源都是类似的，其学习条件与动机具备一定的模仿性[15]。关于企业同群效应的研究，学者们多以行业、地域以及集团等[16-18]为划分群体边界的标准，在此基础上研究个体企业行为或决策受到同群企业的影响，研究证实了企业的许多行为如企业投资、融资等财务决策[16-17]以及高管薪酬方案制定、违规行为及信息披露等公司治理决策[18-20]均存在同群效应。也有学者尝试将同群效应引入企业创新研究领域，探讨了企业技术创新、创新投资、研发投入等创新行为[21-22]是否受到同群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但从已有研究来看，对企业基础研究同群效应的探讨还较为匮乏，这为本文分析和检验企业基础研究的同群效应留下了可进一步拓展的研究空间。
基础研究作为企业重要的研发决策是否会受到群体决策的影响，产生一种趋同于同群企业的类似决策，即企业基础研究行为是否存在同群效应？若存在企业基础研究同群效应，遵循怎样的模仿路径，其影响因素有哪些？鉴于此，本研究将企业个体和行业同群相联系，探究验证企业基础研究同群效应的存在性与模仿路径，并深入剖析企业基础研究同群效应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探寻企业基础研究的驱动力，鼓励企业开展基础研究与完善我国基础研究政策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础研究是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footnoteRef:3]。根据驱动因素不同，可将基础研究划分为受科学家好奇心驱动的纯基础研究和政府计划及产业需求为驱动力的应用基础研究[23-24]。欧美等典型创新型国家的基础研究投入普遍维持在15%以上，他们的企业在基础研究中的投入达到5%以上，远高于我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的0.5%。 [3:  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64 年编撰的《弗拉斯卡蒂手册》。] 

企业开展的基础研究的类型主要是以现实需求为导向的应用类基础研究[23,25]。如1925年成立的美国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在近100年的历程中一直致力于企业产品相关的需求驱动的基础研究开发工作[23]，已有多人取得最具影响力的诺贝尔奖和图灵奖。但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前沿领域不断延伸，一些科技领军企业开始不断重视基础研究的前瞻布局，支持科学家开展探索性与风险性强的基础研究。2022年腾讯宣布开展“新基石研究员项目”，预计在未来10年投入100亿元人民币，支持200至300位杰出科学家，聚焦原始创新、鼓励自由探索，以期在重要科学问题和学科前沿取得突破。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模式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企业内部开展或通过合作的方式参与基础研究；二是企业资助学术机构，委托其他科研单位开展基础研究[26-29]。西门子公司在有机化学、电化学、半导体等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创办了欧洲最大的非公立研究中心，巩固了西门子的行业巨头地位。华为则坚持对5G通信、无人驾驶技术、智能汽车部件及软件技术等领域开展基础研究，截至2022年已建立了86个基础技术实验室，与20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创新合作，始终保持全球领先的ICT（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地位。
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源在于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而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基础性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技术[30]，同时，开展基础研究的企业在容错机制、风险防范、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等方面同其他企业相比也更有优势[31-32]。因此，开展基础研究能够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一旦实现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企业不但能迅速抢占产业技术高地，在市场中形成长期的竞争优势[33]，且企业可以从基础研究中获得的高额收益，远超其投入成本[34]。三星投资207亿美元开展基础研究，研发出世界首款柔性屏，领先于世界同类企业，三星对通用技术和新兴技术的前沿研究，使其历经几次技术换代仍然占据全球智能手机20%的市场份额[31]。
2.1 企业基础研究决策同群效应的存在性检验
企业基础研究是企业取得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来源，是企业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和获得核心技术、最终实现技术创新的根本驱动[35]。对企业而言，一旦基础研究方向选错或决策失误，将可能会使企业长期处于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36]，加之基础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属性与显著的知识外溢性特征，这使得企业对其有天然的惰性，更倾向于“搭便车”而忽视自身基础研究活动的开展[31]。如何既能最大程度降低研发成本，又能有效规避其高风险与高不确定性，提升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主动性，同群效应理论为企业基础研究决策提供了一种可参考路径。已有研究表明，企业在制定和执行研发决策过程中，出于降低成本或规避风险等动机，会主动向同群企业进行模仿和学习，从而产生企业创新同群效应[15]。尤其对于那些能让企业异军突起、快速成长的关键性行为决策，企业往往会将其作为学习和效仿的重点[16]，而在研发活动中，基础研究作为一项事关企业长远发展的重大研发决策，相较于应用研究活动、试验发展活动，其回报期更长、投资更多，不确定性更大，使得企业在制定基础研究决策时，降低研发成本和规避风险的动机相对更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行业同群的基础研究决策有可能会被焦点企业关注并模仿，即企业基础研究可能存在同群效应。
具体而言，首先，从基础研究与其他研发活动的共性来看。一方面，同一行业中企业间的竞争通常会面临资源环境同质化，理性决策者可能会采取与竞争对手相似的发展战略来缓解竞争压力，以避免花费时间精力或承担搜寻成本来寻找发展的最优解[37]。从竞争角度来看，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为维持竞争优势，避免落后于人，企业不仅会对竞争对手的战略决策予以充分关注，而且竞争压力也会促使管理层对其进行模仿和借鉴[38]。因此，当行业同群开展基础研究特别是取得对企业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的成果时，焦点企业会根据竞争者的基础研究决策调整自身开展基础研究的策略。另一方面，信息作为企业进行研发决策时所参考的重要依据，行业同群的相关信息，能够指导企业管理者做出尽可能正确的实际决策，减少不确定性和需要为此承担的风险[39]。从信息获取角度来看，为降低信息获取的成本，减少不确定性风险带来的影响，企业不仅会根据自身所掌握的信息进行决策，而且也会从外界获取关于企业研发的各种信息，其中同群企业已实施的研发决策可能会成为企业管理者重要的信息来源[40]。而作为企业的一项重大研发决策，企业在决定是否开展基础研究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对研发经费的投入时机、投入比例、以及基础研究项目的潜在收益与风险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充分考察[41]，这就要求企业具备一定的信息性学习能力。因此，在制定基础研究决策时，焦点企业会有意识地借鉴模仿行业同群的基础研究决策，对其基础研究行为进行充分挖掘，进而更有效地指导本企业开展基础研究。
其次，从基础研究活动的个性特点来看，一方面，基础研究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风险性较高，且从研究到产生成果再到应用一般具有周期长、应用滞后性等特点。而通过模仿行业同群基础研究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的研发成本，使得企业可以运用相对有限的资源支撑基础研究成果的形成与转化，是规避风险的最佳选择[42]。另一方面，有研究显示，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管理者特别容易接受隐含在行业同群研发行为中的知识性信息，从而出现“搭便车”现象[43]，即为减少研发投入，对其他企业研发成果采取 “拿来主义”[44]。而基础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公共资源，其成果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特征[31]，导致企业在制定基础研究决策时更容易出现借助行业同群基础研究成果增加自身知识储备，进而在已有基础研究方向继续深化拓展的“搭便车”行为[45]。究其原因，基础研究成果的知识溢出效应扩展了焦点企业在某一领域内的知识储备，加之行业同群的基础研究决策通常包含了其对行业前景及发展契机的判断[45]，通过对其进行模仿，将有助于焦点企业在增加自身知识积累的同时更为精准地评估基础研究项目的价值，进而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化探索基础研究。
因此，相比于主动在行业前沿探索而承担较高成本与高风险，企业可能会倾向于模仿行业同群的基础研究行为，这种模仿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被动性，但风险低、投入少、效率高[16]，具备一定优势。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基础研究决策存在同群效应，即自身的基础研究决策会受到行业同群基础研究决策的影响。
2.2 企业基础研究决策同群效应的模仿路径检验
模仿学习是企业降低风险、提高利润的常见途径，也是导致同群效应形成的微观基础[46]。不同于一般的模仿学习，基础研究具有高专业性、高复杂性等特征，仅对行业同群的基础研究行为表面特征的模仿容易造成决策偏差[47]，且基础研究需要持续的研发资金、研发人员的投入，一旦决策失败给企业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如何选择模仿学习对象对企业基础研究决策至关重要。根据陈仕华等[48]的研究，组织间模仿行为主要遵循逻辑模仿律和先内后外律。其中，逻辑模仿律是指模仿者在寻找模仿对象时，会将学习重点放在那些行业中成功的典型企业上，优先参照那些效率高、绩效好的主体，而且模仿者对这些效率高、绩效好的主体的模仿程度也会更高。研究显示，那些效率更高、绩效更好或者地位更高的个人或组织更有可能成为群体中被模仿学习的对象[49]，这类企业在与其他企业的互动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影响别人。而先内后外律是指模仿者在寻找模仿对象时，倾向于将与自身关系更亲近或具有相似特征的个体作为模仿对象，且模仿者对这些具有相似特征的主体的模仿程度也较高[48]。由于具有相似特征的企业会面临类似的资源条件约束以及相似的市场状况，企业在进行创新时，彼此之间更容易进行信息交流和行为观察，更容易产生文化上的认同感，会倾向于参照并模仿相似企业的创新行为[45]，以求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
一般而言，同一行业中绩效较好或者具备较高竞争力等特点的高质量企业拥有大量优质资源，研发经验更为丰富，其研发决策往往会成为一个行业中的方向标[50]，对于行业中其他企业而言，其研发行为极具参考价值。然而，基于基础研究的特性，要求企业必须拥有足够的资源与能力等储备[42]。区别于不从事基础研究的企业，从事基础研究的企业在资本、规模、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质量等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优势[51]。有研究显示，一家企业如果没有持续的财务业绩，就无法承担基础研究的长期投入，任何企业也不可能毫无顾忌其自身生存需要而去投入基础研究[52]。同一行业中企业间的资金、资源、能力、地位往往具有一定差别，如果企业不顾自身能力匹配，盲目追随行业同群的研发决策，尤其是对相关资金、人才以及资源等要求更高的基础研究决策，贸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等研发资源，这将不利于企业的正常发展[53]。因此，虽然行业中一些高质量企业拥有相对完备的信息和较为优越的市场知识，其基础研究决策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潜在的市场投资机会，但鉴于基础研究本身对企业资源、能力等方面要求较高，遵循逻辑模仿律寻求发展的战略可能行不通。而将行业内具有相似特征的企业作为模仿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规避由于能力、资源不匹配带来的高风险。因此，本研究认为企业基础研究行为在行业同群中遵循一定的先内后外模仿路径，即在同一行业内部，企业的基础研究行为决策易受到与自身特征相似企业的基础研究行为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企业基础研究决策同群效应遵循先内后外模仿路径。
2.3 企业基础研究决策同群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企业之间激烈的竞争关系以及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是引起同群效应的重要基础[15]。一方面，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企业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组织单元，当它们的同群企业作出了某项决策，并取得成果时，出于维持自身竞争地位和提高竞争优势的考虑，焦点企业会密切关注行业竞争对手的行为并据此调整自身决策。另一方面，企业决策的信息主要来源于私有信息和公开信息，其中私有信息的搜集需要管理层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并付出巨大的成本和努力，公开信息则主要来源于其他同群企业相关行为所传递的信号[54]。当决策者与市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时，跟随行业同群的决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企业信息不足的缺陷，有助于焦点企业作出是否对相关项目进行投资的决策，降低其尝试各种备选方案的成本。由此，我们认为企业基础研究同群效应的产生可能源于企业竞争与信息获取，即企业可能会通过主动模仿同群企业基础研究行为以节约信息搜寻成本及规避风险，也可能会通过被动反应模仿竞争者的基础研究决策以维持竞争优势或提升竞争地位。本文将在探讨企业基础研究同群效应存在性基础上，从企业竞争和信息获取两方面来探讨企业基础研究同群效应的影响因素。
首先，企业竞争地位可能会对企业基础研究同群效应产生两种不同影响。一方面，基础研究是企业取得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来源，而卓有成效的突破性创新不仅能够改变企业技术演化轨迹和组织能力进而颠覆市场与技术竞争的格局[55]，而且能够使后进企业构筑新的核心能力、对产业竞争进行技术与市场实现双重颠覆[56]。对于竞争地位较高的企业，其在市场中面临着其他企业的不断追赶，通过对行业同群基础研究行为的模仿既可以降低自身战略决策失败所需要承担的成本[57]，又可以避免其他企业通过颠覆性创新实现反超对其竞争地位带来威胁。此外，企业通过基础研究可以贡献和创造新知识[58]，长期而言，这些新知识将有助于企业实现新产品的设计、新市场的开发以及新渠道的拓展[59]，在没有充分获取这些创新成果所带来的价值收益的时候，竞争地位较高的企业可能会倾向于在现有创新成果基础上充分开拓市场以获取高额市场利润[60]，但是为了维护竞争地位，会对其他企业的创新行为，尤其是可能产生颠覆性创新的基础研究行为保持敏感，必要时采取模仿策略，以避免柯达公司式的破产悲剧[61]。再者，企业基础研究具备高度不确定性，战略决策失败可能给企业管理者带来劳动力市场声誉受损等问题，基于声誉理论，具有较高竞争地位的企业管理者对其声誉的重视程度往往更高[62]，为了维护良好声誉，行业同群的基础研究决策可能成为企业管理者的重要参考。因此，不论是出于维护竞争地位，还是充分获得价值收益，亦或是维持良好声誉，对于竞争地位较高的企业，保持对行业同群战略决策的高度敏感都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发展策略[16]。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竞争地位越高，越倾向于观察并模仿行业同群的基础研究决策，并做出类似的决策，即具有较高竞争地位的企业更容易受到行业同群基础研究行为的影响。
另一方面，企业在研发过程中，由于竞争地位较低的企业在资源、信息及能力等方面存在不足[63]，难以准确研判行业未来发展趋势，无法引领行业发展，通常会对行业内其他企业采取模仿追随战略[64]，即企业在思路和行为等方面对其他企业进行模仿，通过反求工程研究，破解、学习先进技术的基本原理及思路后，学习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借助自身的技术基础和条件，对现有技术进行进一步的完善、改进与开发[65]。尤其处在较高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竞争地位较低的企业会更倾向于选择同质化发展战略，以降低企业的研发决策成本，缓解其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14]。而基础研究活动对企业资金储备、研发能力等创新要素的要求更高[31]，加之基础研究是一项具有高风险的研发行为，竞争地位较低的企业往往受限于相关要素的不足，缺少对市场及行业环境的掌控，难以自主探寻基础研究方向来制定较为正确的战略决策。相比之下，会更倾向于模仿借鉴行业同群的基础研究决策，通过与同群其他竞争对手的基础研究行为相匹配，以确保基础研究决策的准确性，进而缩小发展差距、降低自身风险以及缓解竞争强度。此外，对于竞争地位较低的企业，来自行业同群的决策信息是成本相对较低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66]，可以减少企业与行业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企业竞争地位越低，可能越倾向于观察并模仿行业同群的基础研究行为，并做出类似的决策，即具有较低竞争地位的企业更容易受到行业同群基础研究行为的影响。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H3a：企业的竞争地位越高，其基础研究决策受同群企业的影响程度越大。
H3b：企业的竞争地位越低，其基础研究决策受同群企业的影响程度越大。
其次，企业是否有基础研究经历，可能会影响其对行业同群相关信息的甄别与利用，也可能会影响企业模仿行业同群的动机。而企业的既往基础研究经验是企业基础研究经历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因此也可能对同群效应产生重要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力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一方面，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可以增加其自身的知识积累，并有利于获取消化吸收来自外部的基础研究成果[67]。换言之，基础研究相关经验较为丰富的企业，其在特定领域开展基础研究的专业知识以及获得利用科学突破的重要能力会有所提升[31]。同时，在此过程中，企业对开展基础研究的方式、流程与关键环节等方面的认识会不断加深，有关基础研究的必要资源储备如人才、资源以及基础设施等也会得到积累。这将有利于企业对行业同群的基础研究决策进行准确识别，便于其有效评估基础研究行为的可行性及其面临的资源约束与风险，进而作出是否对行业同群基础研究行为进行模仿的决策。具体来讲，企业基础研究经验越丰富，其拥有特定隐性知识越高，越能够降低该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带来的风险[68]，越能容忍风险，也就越有助于从同群企业中分离和转移出所需要的知识[2]，即越能推动对行业同群基础研究决策的模仿。基于这一考虑，企业基础研究经验可能会促进企业基础研究同群效应，即具备基础研究经验的企业受同群企业的影响程度更大。
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外部学习和内部学习两种方式来获取决策制定的相关信息和技能，并且这两种学习方式表现出一定的可相互替代关系[69]。通常而言，没有开展基础研究活动经历的企业所具备的相关经验较少，其内部知识储备不足以支撑企业做出较为正确的决策，外部模仿学习的动机也就相对更强[70]。基础研究经验较为匮乏的企业，缺乏专业知识储备，必要的资源储备也十分有限，无法准确把握基础研究发展方向，对行业内现存的相关决策信息若不加参考而盲目开展基础研究将面临较大难度与较高风险。此时，行业同群的基础研究决策可以有效弥补其经验不足，既可以通过基础研究成果的知识溢出效应增加其专业知识，又可以为焦点企业提供一个低风险和低成本的指导方针[45]，帮助其准确把控行业发展趋势，降低自身决策风险。因此，缺乏基础研究经验的企业可能会更倾向于模仿行业同群的基础研究决策。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H4a：企业基础研究经历越丰富，其基础研究决策受同群企业的影响程度越大。
H4b：企业基础研究经历越匮乏，其基础研究决策受同群企业的影响程度越大。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样本
本研究主要针对企业基础研究行为同群效应展开探讨，选取2013-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以2013年作为样本起始年份主要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各企业综合发表的国际科技论文被引次数排名从2008年的世界第10为提升至2013年的第5位，有较大影响力[71]。考虑到基础研究的行业属性，样本限定在对研发需求比较大的行业，选定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行业判别方式以2012年证监会公布的行业代码为准，本研究中的同行业企业是指行业代码前三位相同的企业。并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以确保实证分析的准确性和有效性：①剔除ST和ST*企业，此类企业财务数据异常，同常规企业不具有可比性；②剔除样本中数据明显异常或存在缺失的企业；③为降低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变量进行1%水平的缩尾处理。最终形成有效研究样本2458家上市企业，共计17770个观测值，该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财务数据来源于同花顺数据库与CSMAR数据库。
3.2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基础研究是对科学前沿的探索，发表科学论文或撰写专著是研究人员将其成果公之于世的主要形式。有研究显示企业SCI论文发表数量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企业的基础研究倾向[72-75]，是目前为止国际上应用较为广泛的从产出角度衡量基础研究活动的变量[76]。本研究选取企业当年SCI论文发表总数加1的自然对数作为衡量指标。
（2）解释变量。借鉴已有关于同群效应的研究，本研究用全行业所有企业剔除i企业后在同一年度的SCI论文发表数量的平均值加上1的自然对数来衡量行业同群基础研究活动指标。此外，在同群问题的研究中，每个个体又同时作为其他个体的群体而存在，因此不可避免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将行业同群基础研究平均产出、行业同群低（高）绩效企业基础研究平均产出指标作滞后一期处理进行控制。
（3）调节变量。为了研究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对同群效应的影响，借鉴已有研究[77]，用营业收入百分比来度量市场竞争地位，即营业收入百分比BI=企业自身的营业收入/同行业企业营业收入总和，该值越高，则认为企业的竞争地位越高，反之则表明企业的竞争地位越低。此外，引入企业基础研究经验虚拟变量BRE作为企业基础研究经历的代理变量，如果企业在过去三年开展基础研究，则将BRE取为1，否则设定为0。
（4）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相关研究[39-41,57]，选取资产负债结构Lev、政府资助Gov、董事会结构Stru、现金流敏感性Cash、净资产收益率ROE、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等反映公司经营状况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此外，考虑到不同省份以及年份企业的基础研究活动有所差别，在此基础上控制年度（Year）和省份（Province）虚拟变量。
主要研究变量的类型、名称、符号以及测量方式如表1所示。
表1 相关研究变量的定义与测度
	变量
类型
	代理变量及符号表示
	测度方法

	被解释变量
	目标企业基础研究水平BRLi,j,t
	ln（t期SCI论文发表数量+1）

	解释
变量
	行业同群企业基础研究平均水平PBRL-i,j,t-1
	全行业所有企业剔除i企业后的论文发表数量的平均值加1取对数

	
	行业同群高绩效企业基础研究平均水平HPBRL-i,j,t-1
	全行业所有高绩效企业剔除i企业后的论文发表数量的平均值加1取对数

	
	行业同群低绩效企业基础研究平均水平LPBRL-i,j,t-1
	全行业所有低绩效企业剔除i企业后的论文发表数量的平均值加1取对数

	调节
变量
	企业竞争地位BIi,j,t-1
	企业年度营业收入与全行业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衡量

	
	基础研究经历BREi,j,t-1
	过去三年是否存在基础研究行为，若存在，BRE取1，否则取0

	控制
变量
	资产负债结构Levi,j,t-1
	资产负债率

	
	政府资助Govi,j,t-1
	政府资助金额/固定资产总额

	
	董事会结构Strui,j,t-1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现金流敏感性Cashi,j,t-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净资产收益率ROEi,j,t-1
	净资产收益率

	
	企业年龄Agei,j,t-1
	成立年限的自然对数

	
	企业规模Sizei,j,t-1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3.3 模型设计 
本研究借鉴Leary和Robert[78]的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企业绩效变量将样本群体进行划分，并引入BIi,j,t*PBRL-i,j,t-1与BREi,j,t*PBRL-i,j,t-1等交叉变量，形成了对于企业基础研究决策同群效应的度量模型，具体如下：
为了检验假设H1，构建如下模型：
BRLi,j,t=α+β1PBRL-i,j,t-1+∑γControlsi,j,t-1+δt+δp+ℇi,j,t                        （1）
模型中j代表行业，i代表企业，t 代表时间，-i代表同行业中除企业i外的其它企业。BRLi,j,t代表企业i的基础研究水平；PBRL-i,j,t-1代表同群企业（同一行业中除去i企业的其他企业）在上一年度的基础研究平均水平，用来度量同群企业基础研究行为对其他企业基础研究行为的影响；δt、δp分别代表时间和地域固定效应；ℇi,j,t 代表扰动项。若行业同群企业基础研究平均水平（PBRL-i,j,t-1）的回归系数β1显著为正，则表明随着行业同群基础研究水平的提高，本企业基础研究水平也会有所提高，即基础研究存在行业同群效应。
为检验假设H2，本文设定如下模型：
BRLi,j,t=α+β1HPBRL-i,j,t-1+∑γControlsi,j,t-1+δt+δp+ℇi,j,t                          （2）
BRLi,j,t=α+β2LPBRL-i,j,t-1+∑γControlsi,j,t-1+δt+δp+ℇi,j,t                          （3）  
考虑到企业绩效会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中包括企业的创新意愿及创新效率[79]，用企业绩效作为划分企业特征的标准，以此来验证企业基础研究同群效应是否遵循先内后外律的模仿路径。首先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企业绩效，选取ROE在行业前20%的企业为高绩效企业样本组，ROE在行业后20%的企业为低绩效企业样本组。其中，模型（2）与（3）中HPBRL-i,j,t-1与LPBRL-i,j,t-1分别为用全行业所有高绩效企业以及全行业所有低绩效企业剔除i企业后的论文发表数量的平均值加上1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在低绩效样本组中的β2显著为正，且大于β1；在高绩效样本组中的β1显著为正，且大于β2，则表明基础研究同群效应符合先内后外律。
为了检验假设H3与H4，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如下模型：
BRLi,j,t=α+β1PBRL-i,j,t-1+β2BIi,j,t+β3BIi,j,t*PBRL-i,j,t-1+∑γControlsi,j,t-1+δt+δp+ℇi,j,t     （4）
BRLi,j,t=α+β1PBRL-i,j,t-1+β2BREi,j,t+β3BREi,j,t*PBRL-i,j,t-1+∑γControlsi,j,t-1+δt+δp+ℇi,j,t （5）
模型（4）中交叉项BIi,j,t*PBRL-i,j,t-1是重点关注的变量，其β3表示企业竞争地位对行业同群基础研究水平与企业基础研究水平之间关系的影响，若β3显著为正则意味着企业竞争地位越高，其模仿行业同群基础研究的动机越明显；反之，则表明对于企业基础研究行为而言，企业竞争地位越低，其模仿动机越弱。从模型（5）来看，交叉项BREi,j,t*PBRL-i,j,t-1是重点关注的变量，如果回归系数β3显著为负，则表明基础研究经历对同群效应具有抑制作用；反之，则起促进作用。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企业基础研究水平（BRL）的平均值为0.075，可见企业基础研究水平较低，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792，样本之间差异较大。主要解释变量行业同群基础研究（PBRL）的平均值为0.2，与企业基础研究水平（BRL）的平均值接近，说明企业的基础研究与行业同群基础研究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趋同。就调节变量而言，市场竞争力（BI）的平均值为0.014，基础研究经验（BRE）的均值为0.068，说明样本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及其具备的基础研究活动经验均处于较低水平。
表2 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bookmark: OLE_LINK1]BRL
	177 70
	0.075
	0
	1.792

	PBRL
	177 70
	0.200
	0
	1.222

	BRE
	177 70
	0.068
	0
	1

	BI
	177 70
	0.014
	0
	0.210

	Age
	177 70
	2.892
	1.792
	3.611

	Size
	177 70
	7.544
	4.860
	10.77

	Lev
	177 70
	38.60
	5.177
	86.01

	Gov
	177 48
	0.022
	0
	0.721

	Stru
	177 70
	0.399
	0
	0.667

	Cash
	177 70
	0.055
	-0.134
	0.313

	ROE
	177 70
	8.436
	-54.56
	45.57



4.2 企业基础研究决策同群效应检验分析
本文选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模型确定方面，豪斯曼检验结果强烈拒绝原假设，认为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因此在本研究模型中加入时间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分析。此外，为了消除模型异方差影响，本文在进行OLS回归时使用稳健标准误。表3、4为企业基础研究行为同群效应实证检验的结果。
表3 企业基础研究决策同群效应存在性及影响因素检验结果
	[bookmark: _Hlk145355737]
	(1)
	(2)
	(3)
	(4)
	(5)

	PBRL-i,j,t-1
	0.164***
	0.170***
	0.136***
	0.090***
	0.059***

	
	(0.019)
	(0.019)
	(0.018)
	(0.014)
	(0.011)

	BIi,j,t-1
	
	0.599***
	0.795***
	
	

	
	
	(0.137)
	(0.151)
	
	

	BIi,j,t-1*PBRL-i,j,t-1
	
	
	3.885***
	
	

	
	
	
	(0.747)
	
	

	BREi,j,t-1
	
	
	
	0.763***
	0.732***

	
	
	
	
	(0.022)
	(0.023)

	BREi,j,t-1*PBRL-i,j,t-1
	
	
	
	
	0.398***

	
	
	
	
	
	(0.069)

	Agei,j,t-1
	-0.003 21
	-0.003 02
	-0.003 36
	0.000 469
	0.001 42

	
	(0.006 84)
	(0.006 83)
	(0.006 78)
	(0.005 37)
	(0.005 34)

	Levi,j,t-1
	0.000 059
	0.000 018
	0.000 043
	-0.000 059
	-0.000 097

	
	(0.000 146)
	(0.000 147)
	(0.000 146)
	(0.000 114)
	(0.000 113)

	Govi,j,t-1
	-0.019 5
	-0.028 3
	-0.035 7
	-0.015 3
	-0.000 090 3

	
	(0.042 6)
	(0.042 3)
	(0.042 1)
	(0.032 7)
	(0.033 2)

	Sizei,j,t-1
	0.056 0***
	0.049 2***
	0.048 4***
	0.026 5***
	0.026 3***

	
	(0.002 95)
	(0.002 98)
	(0.003 00)
	(0.002 07)
	(0.002 05)

	Strui,j,t-1
	0.000 292
	-0.004 81
	-0.010 2
	-0.016 9
	-0.013 6

	
	(0.029 6)
	(0.029 4)
	(0.029 2)
	(0.022 0)
	(0.021 1)

	ROEi,j,t-1
	0.000 191
	0.000 141
	0.000 135
	0.000 014 4
	0.000 004 48

	
	(0.000 213)
	(0.000 213)
	(0.000 214)
	(0.000 169)
	(0.000 167)

	Cashi,j,t-1
	0.013 0
	-0.016 7
	-0.041 4
	0.006 07
	0.002 01

	
	(0.036 2)
	(0.036 0)
	(0.036 1)
	(0.029 1)
	(0.028 9)

	cons
	-0.349***
	-0.308***
	-0.299***
	-0.159***
	-0.161***

	
	(0.029 3)
	(0.029 1)
	(0.028 9)
	(0.022 1)
	(0.021 9)

	Y/P
	Yes
	Yes
	Yes
	Yes
	Yes

	N
	151 26
	151 26
	151 26
	151 26
	151 26

	Adj-R2
	0.081
	0.084
	0.093
	0.417
	0.427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变量回归结果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4 高绩效与低绩效企业模仿路径检验结果
	
	低绩效样本组
	高绩效样本组

	HPBRL-I,j,t-1
	0.133***
	
	0.115**
	

	
	(0.046 8)
	
	(0.053 3)
	

	LBRL-i,j,t-1
	
	0.439***
	
	0.0128

	
	
	(0.118)
	
	(0.087 0)

	Agei,j,t-1
	0.027 0*
	0.026 5*
	0.007 80
	0.005 83

	
	(0.014 2)
	(0.014 1)
	(0.019 0)
	(0.018 4)

	Sizei,j,t-1
	0.041 4***
	0.038 6***
	0.053 5***
	0.051 5***

	
	(0.008 53)
	(0.008 23)
	(0.007 21)
	(0.007 17)

	Levi,j,t-1
	0.000 959**
	0.000 819**
	0.000 813*
	0.000 258

	
	(0.000 386)
	(0.000 382)
	(0.000 490)
	(0.000 497)

	Govi,j,t-1
	0.004 45**
	0.003 42*
	-0.326
	-0.411*

	
	(0.002 00)
	(0.002 06)
	(0.283)
	(0.240)

	Strui,j,t-1
	0.073 4*
	0.097 1**
	-0.079 2
	-0.064 4

	
	(0.043 7)
	(0.042 2)
	(0.051 9)
	(0.048 8)

	Cashi,j,t-1
	-0.172
	-0.190*
	0.106
	0.128

	
	(0.107)
	(0.107)
	(0.089 4)
	(0.099 0)

	ROEi,j,t-1
	0.000 440
	0.000 268
	-0.001 15*
	-0.001 25*

	
	(0.000 469)
	(0.000 458)
	(0.000 675)
	(0.000 711)

	Y/P
	Yes
	Yes
	
	

	_cons
	-0.454***
	-0.734***
	-0.358***
	-0.320***

	
	(0.085 8)
	(0.121)
	(0.075 9)
	(0.091 4)

	N
	158 9
	160 0
	172 9
	157 3

	Adj-R2
	0.099
	0.100
	0.123
	0.097



由表3列1可知，行业同群基础研究水平的系数值为0.164，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行业内同群企业基础研究行为会对单个企业产生影响，即企业在进行基础研究决策时，会将同行业企业的基础研究行为作为重要参考，并趋向于做出相似的决策，企业基础研究行为存在同群效应，假设H1成立。
表4列出了对模型（2）（3）的回归结果。从表中可知，在低绩效样本中，同群企业中低绩效企业的基础研究平均水平LPBRL-i,j,t-1的回归系数为0.439，在1%水平上显著，大于HPBRL-i,j,t-1的回归系数0.133。而在高绩效样本中，同群企业中高绩效企业的基础研究平均水平HPBRL-i,j,t-1的回归系数为0.115，在1%水平上显著，而LPBRL-i,j,t-1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这表明，高绩效企业更多地模仿行业内高绩效企业的基础研究活动，低绩效企业则更倾向模仿同行业低绩效企业，即企业更容易受到同行业相近业绩企业的影响，基础研究同群效应多遵从先内后外律，假设H2成立。
根据表3列3结果可知，企业所处竞争地位与行业同群基础研究水平交互项（BIi,j,t-1*PBRL-i,j,t-1）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所处竞争地位正向调节了企业基础研究行为的同群效应，即对于企业基础研究而言，竞争地位越高的企业，其受到行业同群开展基础研究活动的影响越明显，假设H3a得到验证。由列（5）可知，基础研究经验与行业同群基础研究水平的交互项（BREi,j,t-1* PBRL-i,j,t-1）回归系数为0.398，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具有基础研究经验的企业更倾向于追随行业同群开展基础研究活动，对企业基础研究同群效应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设H4a。行业中竞争地位较高的企业以及具备一定基础研究经历的企业更容易受到同群企业基础研究行为的影响。究其原因，与基础研究投资大、风险高、不确定性强的特征有关。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活动需要充足且持续的企业资金储备、研发能力等创新要素的投入[31]，同一行业中，竞争地位较低的企业以及基础研究经历较为匮乏的企业可能囿于其相关要素的不足，对行业同群相关决策行为的敏感度不足，且模仿起来难度较大，相比之下，竞争地位较高的企业以及具备一定基础研究经验的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优势将有助于其准确识别行业同群的行为决策，通过模仿行业同群作出积极回应。
4.3 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
行业内各企业之间的基础研究决策趋同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经济形势的变化、新政策的出台等相同的外部冲击的影响，这将导致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借鉴曾江洪[80]的方法，使用滞后两期的行业同群基础研究水平作为工具变量。采取两阶段2SLS估计方法，得到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核心解释变量PBRL-i,j,t-1的回归系数与表3中估计的回归结果在显著性和方向上保持一致，具有一定的稳健性，且通过识别不足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表明企业基础研究行为行业同群效应主要来自同行企业之间的相互模仿，并非由“外部冲击”导致。
表5 工具变量法2SLS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PBRL-i,j,t-1
	BRLi,j,t

	PBRL-i,j,t-1
	
	0.184***

	
	
	(0.014 1)

	PBRL-i,j,t-2
	1.008***
	

	
	(0.003 80)
	

	Agei,j,t-1
	-0.000 782
	-0.001 42

	
	(0.002 19)
	(0.008 21)

	Levi,j,t-1
	0.000 081 2*
	0.000 046 1

	
	(0.000 045 1)
	(0.000 169)

	Govi,j,t-1
	0.057 7***
	-0.013 5

	
	(0.010 6)
	(0.039 6)

	Sizei,j,t-1
	0.002 00***
	0.058 4***

	
	(0.000 722)
	(0.002 71)

	Strui,j,t-1
	-0.014 4
	0.028 1

	
	(0.010 3)
	(0.038 8)

	ROEi,j,t-1
	-0.000 130**
	0.000 191

	
	(0.000 064 4)
	(0.000 241)

	Cashi,j,t-1
	-0.000 481
	0.015 9

	
	(0.011 4)
	(0.042 7)

	cons
	0.019 9**
	-0.384***

	
	(0.009 10)
	(0.034 1)

	N
	126 08
	1260 8

	Y/P
	YES
	YES

	识别不足检验
	     1.1e+04*** 
7.0e+04

	弱工具变量检验
	

	Stock-Yogo
	16.38


注：*、**和***分别表示统计值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第一阶段括号内为t值，第二阶段为z值，Stock-Yogo为弱工具变量检验在10%水平下的临界值。
（2）子样本回归
考虑研究样本在2019年以后可能受到新冠疫情影响，除医药行业受影响较小外，其余企业财务状况可能较差，企业可能由于资金不足导致基础研究开展受阻，从而影响整体样本回归结果。本文剔除研究样本2020-2022年数据进行重新回归，表6和7为2013-2019年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6 子样本回归结果（1）
	
	(1)
	(3)
	(5)

	PBRL-i,j,t-1
	0.165***
	0.110***
	0.059 8***

	
	(0.022 0)
	(0.019 8)
	(0.012 4)

	BIi,j,t-1
	
	1.128***
	

	
	
	(0.180)
	

	BIi,j,t-1*PBRL-i,j,t-1
	
	5.189***
	

	
	
	(0.922)
	

	BREi,j,t-1
	
	
	0.744***

	
	
	
	(0.025 6)

	BREi,j,t-1*PBRL-i,j,t-1
	
	
	0.474***

	
	
	
	(0.084 9)

	Controls 
	Yes
	Yes
	Yes

	Y/P
	Yes
	Yes
	Yes

	_cons
	-0.350***
	-0.276***
	-0.156***

	
	(0.030 8)
	(0.030 1)
	(0.022 4)

	N
	128 50
	128 50
	128 50

	Adj-R2
	0.077
	0.096
	0.425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变量回归结果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7 子样本回归结果（2）
	
	低绩效样本组
	高绩效样本组

	HPBRL-I,j,t-1
	0.145**
	
	0.104**
	

	
	(0.062 5)
	
	(0.046 0)
	

	LBRL-i,j,t-1
	
	0.230**
	
	0.050 8

	
	
	(0.103)
	
	(0.098 7)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P
	Yes
	Yes
	Yes
	Yes

	_cons
	-0.474***
	-0.607***
	-0.344***
	-0.372***

	
	(0.138)
	(0.149)
	(0.073 1)
	(0.098 2)

	N
	144 5
	145 8
	163 7
	149 0

	Adj-R2
	0.123
	0.097
	0.152
	0.122



4.4 进一步分析
（1）企业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
不同产权属性的企业对同群企业基础研究决策的反应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对基础研究行为同群效应以及其内在机制与模仿路径进行产权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8和表9所示。结果表明，在两个样本组中，基础研究同群效应的存在性检验，及其内在机制与模仿路径检验的结果均与上文结论一致。此外，在国有企业样本中，行业同群基础研究水平的系数值为0.23，高于非国有企业样本中的对应数值（0.102），说明国有企业更易受到行业同群基础研究行为的影响。
相较于民营企业，我国国有企业普遍成立时间更长、创新要素累计优势更显著，而且一向受到研发补贴政策的优待[81]，这使得国有企业拥有异于非国有企业独特的政治背景，能够掌握更加丰富的研发资源，这不仅能为国有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人才资源，还能够充分激发国有企业进行基础研究的行为意愿[52]，因此，国有企业相较于民营企业更具有基础研究能力，其基础研究经验相对更丰富。结合前文研究，较为丰富的基础研究经验以及较高的竞争地位将有助于国有企业可以更加准确及时地识别行业同群的基础研究决策，进而采取类似的战略。此外，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力军，在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工程引领技术等关键领域的技术创新中承担着更大的使命和责任，有着更高的声誉维护需求，使其更容易受到行业同群基础研究行为的影响。
表8 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检验结果（1）
	
	国有样本
	非国有样本

	PBRL-i,j,t-1
	0.230***
	0.235***
	0.157***
	0.109***
	0.060 9***
	0.102***
	0.106***
	0.091 1***
	0.065 2***
	0.053 3***

	
	(0.034)
	(0.034)
	(0.033)
	(0.026)
	(0.021 1)
	(0.020 7)
	(0.021 0)
	(0.019 8)
	(0.015 3)
	(0.013 1)

	BIi,j,t-1
	
	0.570**
	0.917***
	
	
	
	0.452***
	0.577***
	
	

	
	
	(0.261)
	(0.267)
	
	
	
	(0.151)
	(0.172)
	
	

	BIi,j,t-1*PBRL-i,j,t-1
	
	
	6.141***
	
	
	
	
	2.511***
	
	

	
	
	
	(1.156)
	
	
	
	
	(0.856)
	
	

	BREi,j,t-1
	
	
	
	0.819***
	0.782***
	
	
	
	0.691***
	0.675***

	
	
	
	
	(0.032 2)
	(0.033 7)
	
	
	
	(0.030 9)
	(0.031 1)

	BREi,j,t-1*PBRL-i,j,t-1
	
	
	
	
	0.341***
	
	
	
	
	0.382***

	
	
	
	
	
	(0.097 1)
	
	
	
	
	(0.099 4)

	Controlsi,j,t-1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P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0.470***
	-0.408***
	-0.369***
	-0.232***
	-0.238***
	-0.273***
	-0.249***
	-0.244***
	-0.129***
	-0.127***

	
	(0.078 0)
	(0.079 5)
	(0.077 8)
	(0.056 7)
	(0.055 4)
	(0.030 9)
	(0.030 6)
	(0.030 4)
	(0.023 4)
	(0.023 2)

	N
	410 6
	410 6
	410 6
	410 6
	410 6
	110 20
	110 20
	110 20
	110 20
	110 20

	Adj-R2
	0.143
	0.134
	0.151
	0.485
	0.492
	0.050
	0.052
	0.057
	0.349
	0.356



表9 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检验结果（2）
	[bookmark: _Hlk145431451]
	低绩效企业组
	高绩效企业组

	
	非国有
	国有
	非国有
	国有

	HPBRL-i,j,t-1
	0.102**
	
	0.220**
	
	0.127**
	
	0.118
	

	
	(0.051 0)
	
	(0.088 0)
	
	(0.062 4)
	
	(0.128)
	

	LPBRL-i,j,t-1
	
	0.244*
	
	0.503***
	
	0.047 0
	
	-0.029 5

	
	
	(0.138)
	
	(0.171)
	
	(0.076 0)
	
	(0.295)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P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
	-0.309***
	-0.436***
	-0.628***
	-0.969***
	-0.306***
	-0.283***
	-0.773**
	-0.624*

	
	(0.089 1)
	(0.120)
	(0.160)
	(0.216)
	(0.070 7)
	(0.092 6)
	(0.340)
	(0.338)

	N
	910
	923
	679
	677
	146 2
	132 3
	267
	250

	Adj-R2
	0.058
	0.057
	0.201
	0.187
	0.109
	0.069
	0.209
	0.180



（2）企业基础研究决策同群效应的经济影响分析
企业在面对信息不对称和市场竞争时，会让渡出部分理性分析，通过模仿同群企业的行为进行决策，便形成了同群效应。而这部分让渡的理性是否是合理的，是否会达到焦点企业最初的模仿动机，有待进一步研究，以期为企业提供更为理性的指导。此外，就基础研究活动而言，它是企业进行创新、不断增强竞争优势的逻辑起点，其最终目的是形成创新产出，建立成本优势或者提高自身的差异化竞争力，从而在市场中占有有利地位。但基础研究仅仅是起点，从基础研究成果到最终形成企业的经济收益这中间要经历较长的时间周期，风险较高，因此，研究企业基础研究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借鉴已有研究[82]，用当年发明申请专利数加1，再取自然对数作为企业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进而引入交叉项PBRL-i,j,t-1*BRLi,j,t-1进行回归分析，研究企业基础研究同群效应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后果，见表10。结果显示，PBRL-i,j,t-1*BRLi,j,t-1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基础研究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表10  企业基础研究决策同群效应影响后果的检验结果
	
	(1)
	(2)
	(3)

	PBRL-i,j,t-1
	0.005 88
	
	-0.148**

	
	(0.063 4)
	
	(0.061 3)

	BRLi,j,t-1
	
	0.852***
	0.821***

	
	
	(0.047 1)
	(0.049 1)

	PBRL-i,j,t-1*BRLi,j,t-1
	
	
	0.311**

	
	
	
	(0.137)

	Agei,j,t-1
	-0.008 32
	-0.008 29
	-0.006 22

	
	(0.032 1)
	(0.031 6)
	(0.031 6)

	Sizei,j,t-1
	0.359***
	0.315***
	0.318***

	
	(0.012 7)
	(0.012 3)
	(0.012 5)

	Levi,j,t-1
	-0.001 82***
	-0.001 89***
	-0.001 90***

	
	(0.000 645)
	(0.000 633)
	(0.000 632)

	Govi,j,t-1
	-0.059 5
	-0.061 3
	-0.041 0

	
	(0.168)
	(0.166)
	(0.166)

	Strui,j,t-1
	-0.481***
	-0.500***
	-0.495***

	
	(0.137)
	(0.133)
	(0.133)

	Cashi,j,t-1
	-0.094 0
	-0.114
	-0.101

	
	(0.164)
	(0.162)
	(0.163)

	ROEi,j,t-1
	0.013 0***
	0.012 7***
	0.012 7***

	
	(0.000 957)
	(0.000 946)
	(0.000 947)

	Y/P
	Yes
	Yes
	Yes

	_cons
	-1.369***
	-1.080***
	-1.101***

	
	(0.140)
	(0.139)
	(0.139)

	N
	151 26
	151 26
	151 26

	Adj-R2
	0.124
	0.151
	0.151



6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回归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基础研究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及其影响因素与模仿路径。研究发现，第一，企业基础研究行为存在行业同群效应，即企业的基础研究行为会受到行业同群的影响。第二，根据企业绩效对样本企业进行分组后发现，企业基础研究同群效应遵循先内后外模仿路径，即企业的基础研究行为决策更易受到与自身绩效相近企业的基础研究行为影响。第三，企业的竞争地位和既往基础研究经历均能正向影响企业基础研究行为的同群效应，即企业的竞争地位越高，既往基础研究经历越丰富，企业的基础研究行为越容易受到行业同群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企业基础研究形成如下启示：
首先，利用同群效应，增强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主动性。设立基础研究的不同层次的企业标杆，组织开展典型企业基础研究案例宣讲，发挥“以点带面”“以企促企”的激励模式，精准带动各层次企业开展基础研究，营造行业内基础研究整体氛围，推动基础研究内化为企业的自主行为。引导企业关注行业同群的基础研究行为的同时，鼓励企业主动拓展同群边界，探寻各类异质性知识和资源，积极进行跨界信息的搜索与整合，扩展基础研究视野，增加对相关领域基础研究方向的识别敏感度，避免现有竞争地位被行业中不断涌现的重大突破性成果颠覆，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夯实根基。
其次，加强协同创新，多路径鼓励企业参与基础研究。推动创新联合体建设，引导企业整合内外部的力量，加强基础研究经验交流与合作。统筹规划各类企业基础研究平台，实施创新资源融通共享，为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提供信息支撑，同时要为企业参与国家和地方各类科技计划创造条件，增强企业基础研究经验。
最后，完善政策激励，分层次推动企业基础研究发展。增强对大企业的政策引导，鼓励大企业进一步重视并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充分发挥大企业在资金、人才、技术、数据等各方面的资源优势。同时也要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尤其注重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专精特新”企业提供支持，降低中小企业参与国家和地方科技计划的门槛，发挥“鲇鱼效应”，构建有活力的基础研究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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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中国	法国	日本	韩国	英国	美国	荷兰	意大利	2019	2018	2019	2019	2018	2019	2019	2019	6.03141535861123E-2	0.226690972483887	0.124964870721311	0.14668983671493199	0.18278803940635499	0.164022395312864	0.25377253216036699	0.21255375972609	应用研究	
中国	法国	日本	韩国	英国	美国	荷兰	意大利	2019	2018	2019	2019	2018	2019	2019	2019	6.03141535861123E-2	0.41266786972553399	0.18565122124996	0.22505110589650501	0.42057461497888299	0.18989625208568101	0.44358108481668002	0.39947999210986002	试验发展	
中国	法国	日本	韩国	英国	美国	荷兰	意大利	2019	2018	2019	2019	2018	2019	2019	2019	0.82685580658242297	0.36064115779057998	0.64794384278843398	0.62825905738856302	0.39665622665568601	0.64392152210251896	0.30264638302295299	0.38796624816405101	其他	
中国	法国	日本	韩国	英国	美国	荷兰	意大利	2019	2018	2019	2019	2018	2019	2019	2019	5.25158862453525E-2	4.1440065240294997E-2	2.1598304989360901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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